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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耸肩尖足空首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兼论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三枚空首布
（首发）
汪涛　汪海岚
[我们两位作者都是谭朴森先生（Paul Thompson）的学生。汪涛1986年到伦敦亚非学院开始读研究生时，汪海岚是本科三年级学生。谭朴森先生对我们既是老师，也是很亲近朋友。我们从亚非学院毕业后，一位留在了亚非学院继续任教，另一位到了大英博物馆就职，从事的都是跟中国考古历史有关的工作。这篇讨论先秦钱币的短文，是我们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最早写于1994年，初稿请裘锡圭先生看后，裘先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根据近年发表的一些资料和研究，对文章又做了些修改和补充，现提交给裘锡圭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为纪念谭朴森先生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这也算是我们对Paul的怀念，以及对裘先生的感谢。]

大英博物院钱币徽章部的中国藏品中有三枚耸肩尖足空首布：
BM1：该布保存完好，带绿锈，体有三竖纹；通高14厘米，肩高9.5厘米，肩宽5.7厘米，足宽6.4厘米，銎高5厘米，口端宽1.7厘米，内有黄泥，重35.32克；布身中间一竖纹下有一短横相交，当为数目‘七’，或为‘甲’。
BM2：该布基本完好，有残孔，素面；通高11.9厘米，肩高8厘米，肩宽4.5厘米，足宽5.3厘米，銎高4.4厘米，口端宽1.3厘米，内有灰泥，重31.87克；布身带铭文，左上肩一字为‘己’，右下足为‘金’。
BM3：该布保存完好，素面，带绿锈；通高12厘米，肩高8.3厘米，肩宽4.5厘米，足宽5.5厘米，銎高4.2厘米，口端宽1.4厘米，内有灰泥，重30.12克；布身中部有铭文‘玄金’。
第1枚（BM1）是1883年入藏的，来自嘎德氏（Gardens）旧藏；第2（BM2），第3枚（BM3）的入藏年代晚至1980年代，大约是二十世纪中流散到海外的。历代泉币著录里，此类空首布实属少见。下面我们参照已经公布了的考古材料，就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分类，时代，以及铭文问题做点讨论。

王毓铨把耸肩尖足空首布列为专门的一类‘空首布乙型’，他同时注意到此类中有大，中，小之分。
朱活把它分为大小二式。
较详细的分类是蔡运章，余扶危二氏；他们把此类空首布分为特大，大，中，小四种形式，他们的分类标准仍然是布币的大小。
但我们认为按照型制上的特点，可以先把耸肩尖足空首布分为面带三道竖纹和素面两大类（I类和II类），然后再按大小来细分式。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当相混。据此重新分类如下：

I类：布身带三条竖纹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和拓本来看，可以根据大小分为7式：

I-1式：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空首布；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收入《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697（以下简称《大系》）
；它通高15.5厘米，肩高11厘米，足宽7厘米，重38.5克；左上角带一铭文‘十’。
I-2式：比较常见，《大系》收录了14枚（681-685，687，689，691，693，699，701-704），除了博物馆藏品及旧拓，也有1950年代以后考古出土的。1989年出版的《中国山西历代货币》（以下简称《山西》）
收录了不少考古发现的材料。其中两枚1959年寿阳出土的空首布（8，9）可以归入此式。它们通高一般在14-15.5厘米之间，足宽在6.3-7厘米之间，重量在36.4-43克之间，肩高在10.5厘米左右。许多布面上铸有数字，来自《沐园泉拓》的一枚（《大系》：704）上有一个‘晋’字。

I-3式：《大系》收录有6枚（688，690，692，694，695，698），均为博物馆藏品及旧拓.《山西》所收寿阳出土空首布中有三枚（5，7，10）可以归入此式.它们通高一般在14-14.5厘米之间，足宽在6.4-7厘米之间，重量在36.5-42.5克之间，肩高约为10厘米；布面上亦常铸有数字。
I-4式：《大系》收录了4枚，1枚藏于上海博物馆（686），通高14厘米，足宽6.3厘米，重37.5克；其他3枚来自，《沐园泉拓》的旧拓（696，705，706）；《山西》所收寿阳空首布中亦有一枚（11）；还有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灵寿城出土的46枚。
它们通高都在13.5-14厘米之间，足宽亦在6.3-6.4厘米左右，肩高在9.5厘米左右。铭文一般除了数字之外，也有地名（《大系》：706）上有一单字‘共’。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空首布，BM1应该归入此式。

I-5式：《大系》所收录的2枚，一枚（708）是《沐园泉拓》的旧拓，另一枚（707）是1981年5月山西稷山吴城村出土。
它们通高都为13.5厘米，足宽都为6.2厘米，肩高均为9厘米；两枚空首布的右上角都铸有铭文‘甘丹’。
另外，《山西》还公布了2枚1964年山西运城出土的空首布（1-1，12），肩高也都是9厘米，高度大小也一致；其中一枚带数字‘三’。最近，《中国钱币》发表了一枚带铭文‘剌’的空首布，形式大小与此类相同，也是从运城地区征集到的。

I-6式：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大墓出土了一大批空首布，约674枚；据报告描述，此类空首布为‘平面长方形，尖肩尖足，面背中央皆起三垂线.肩中部有长柄方銎，上大下细，薄如锲形‘。
标本的通高为11.7厘米，肩高8厘米，肩宽4.9厘米，足宽5.5厘米。


I-7式：《山西》公布了1984年山西榆次出土的一枚小型空首布（4），据书的说明，它的通体长为8.7厘米，带范芯，重15克，是目前所见最小的空首布。

II类：素面耸肩尖足空首布；按大小可以分为3式：
II-1式：《山西》一书中收录了三枚（2，17-1，17-2），一枚是1972年山西翼城县出土的，素面无文，通高约为12.9，足宽约5.6厘米，肩高约为8.5厘米.另外两枚是1959年山西侯马出土的，它们的大小尺寸跟上面那枚差不多。
侯马的这两枚上面均有较长的铭文，可都残缺不全。其中一枚发表较早，铭文‘XXX黄金’，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释读比较困难。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另一枚上的铭文更加不清楚，从剩下的字痕看，可能跟前一枚相同。
II-2式：略小，《山西》一书收录了两枚（14，16），都是山西侯马出土的；一枚重25.3克，上面带有铭文‘玄金’；
另一枚连同范土重30克，铭文为一‘玄’字。
它们的通高约为11.5厘米，肩高约8厘米，足宽约5.5厘米。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空首布，BM2和BM3都可以归于此式。
II-3式：《山西》一书收有一枚（3），1988年山西太原出土，它的通高约为11厘米，肩高约为7.5厘米。

以上分类的标准主要依据空首布的肩高，也就是铲身的长度。通常的方法仅仅从通高和重量来分类，现在看来是不够的。最理想的分类应当是绝对依据样品的大小重量与型制。可就目前资料所发表的情况看，往往记录得很不全面。再加上有时区别仅仅是很小的几毫米，可能是测量记录时不慎所致。重量的不同往往是取决于出土时的保存情况和范芯内有泥无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进行严格科学分类的困难。当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发表的照片和拓本往往不注明具体尺寸，有时还互相矛盾。这很容易导致分类上的不精确。建议今后发表材料时尽量准确全面。如果是照片，一定要有尺度；以便于对比研究。总之，就有限的材料来看，这些空首布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它们的肩高，而且是有规律的依次减第，一般是0.5厘米左右。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同类的空首布之间有一定的规制。以往的研究者似乎对这一点重视不够。

从考古证据看，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出土范围主要在太行山两麓，卫河流域；包括山西中南部太原市，寿阳县，新绛县，侯马市，运城市，翼城县，稷山县，榆次县，以及河南西北部汲县，浚县，林县，安阳市。
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这种空首布是春秋时期晋国和卫国的铸币。郑家相认为这种空首布最早是卫国所铸，后来才流行于晋地。
可是春秋中期以前重要的卫国考古遗址中都未见到空首布的痕迹；河南嵩县出土的微耸肩弧足空首布，因为出土情况和年代都不确定，因此很难作为耸肩空首布起源于卫的坚实证据。
从目前考古的材料看，耸肩空首布应该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晋地所铸的货币。然而，如何区别不同类别的空首布，以及它们比较确切的铸造年代，却是一个重要但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先看它们铸造的地点。出土空首布的遗址中，最重要的要数1956，1959年发掘的侯马北西庄，牛村古城的铸铜遗址。遗址的年代属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遗址包括了住室建筑，窖穴，水井。同土物包括了陶器，铜器，骨蚌器，以及玉石器。从残存的大量制造空首布的陶范来判断，它们很可能是当时铸币的工场。而且，陶范和实物都包括了I类和II类空首布。也就是说，大英博物院所藏的3枚空首布都跟侯马铸铜遗址的证据相对应。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空首布，其中就包括了两枚带长铭文的；还有一枚带‘玄金’铭文，跟BM3铭文相同。

但它们的时代的上限可以推到什么时侯？考古学已经证明了今天侯马一带究是春秋时的新田。新田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据史书记载，晋景公迁都新田是在公元前585年。
我们可以考虑把侯马出土的空首布定为迁都以后。我们有理由推想，那几枚带长铭文的大型素面空首布甚至有可能是跟迁建新都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山西曲沃县跟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发现了晋国王室墓地，时代为西周晚到东周早期。发掘简报中没有关于发现货币的报告。
可以推测晋国在迁都以前有没有铸币。20世纪末在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尺寸型制都跟侯马遗址出土的差不多，可是上面没有铭文。它们出自春秋晚期的窖藏。时代估计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我们认为耸肩尖足空首布的最早年代应该是春秋晚期。这是目前考古证明的最早的铸币。当然，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得掌握更多的考古证据进行比较，目前还做不到。
耸肩尖足空首布铸造年代也可能跟三家分晋有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并且开始自己铸币。朱华根据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发现的铭文‘甘丹’（邯郸），推断此类空首布（I类5式）跟晋顷公封赵午为邯郸大夫有关，并把时间的下限定在公元前525--512年。
可是仅仅依据铭文，证据略嫌不足。赵国于公元前386年迁邯郸；‘甘丹’同样出现在后来铸造的平首尖足布和刀币上。可以推测，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前就有可能铸币。分晋之后，铸币更是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他们所铸货币的流通情况，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势力地日益扩大。

这里还涉及到1936年发掘的河南汲县山彪镇大墓（M1）的年代问题.这座大墓出土了约700枚耸肩尖足空首布（I类6式）。郭宝钧认为它们是冥币，非市面实用流通物；他把大墓的年代推定为公元前300-240年左右。
现在看来，这个年代推断是偏晚了。
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掘的魏国大墓中出土了18枚‘梁正币百当锊’平首布。王毓铨先生已经指出，公元前362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市），这种带‘梁’字的圆跨布，可能就是铸于此时，或稍晚一点。汲县山彪镇大墓不见平首布，表明它的年代应该早于辉县固围村大墓。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榆次出土的那种特小的异形空首布（I类7式）。据说它们是从墓葬出土，可由于没见到发掘报告，无法确定墓葬的具体时代。空首布在发展过程中由大渐小；从型制上看，它是从耸肩尖足空首布到平首尖足空首布之间的过渡型。跟太原发现的小型素面空首布（II类3式）的情况近似。晋中的空首布要比晋南的小，表明它们的时代可能也稍晚。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出现的铭文问题。据黄锡全先生统计，耸肩尖足空首布上出现的铭文有40余种之多。
这些铭文，除了数目字以外，可以释读出来的‘吕’，‘晋’，‘共’，‘甘丹’，‘百邑’，‘剌’等，都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属于晋国的地名，证明它们的确为晋地流通的货币。
最成问题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铭文，就是侯马出土素面空首布上的长铭文。关于这条铭文的释读，一般比较谨慎的读法只释最后两个字，其他的留为阙疑，‘XXX黄釿’。汪庆正认为这里的‘黄’字当读作‘衡’，‘釿’是货币标度；‘黄釿’即衡千，当千的意思。
‘釿’字在早期货币上出现频繁。
山西出土的晋国《侯马盟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字，但它在那不是度量衡，而是用做人名。
仔细观察侯马出土的那枚空首布，最后一个字的下部已经残缺了，能否百分之百地肯定是‘釿’字尚难下最后结论。比较大胆的是朱活的解释。他认为这条铭文一共五个字，后三个字为‘共黄釿’，‘共’为晋邑；前二字从残痕推测读为‘辛晋’（新晋），新晋即新田。
黄锡全先生对铭文前面的两个字有新解，认为可以释作‘亥盾’，以音推求，读为‘狐厨’，为《左传》中出现过的一晋地名。
更重要的是，黄锡全先生还对近年新发现的另外一枚同类型空首布上的铭文进行对比释读；那枚空首布铭文可以读为‘董以黄釿’，董亦为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一带。但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铭文读作‘重以衡釿’，不关地名，而是表明国家颁布的权衡的标准。
如果后一种读法成立的话，将对先秦货币的释读和解释有重大意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先秦货币上铭文有吉语的例子。
再结合侯马出土的那枚空首布上的5字铭文，也许它们暗示出这些耸肩尖足空首布是晋国迁都新田后专门铸造的纪念币。
大英博物院所藏空首布上的铭文为‘己金’（BM2）和‘玄金’（BM3）。前面提到过，1963年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过一枚同类空首布，上有相同铭文‘玄金’，虽然"金"字最下面那一横划已经看不清了。这两条铭文都在空首布身的中部，可是它们字的风格却不太一样。侯马出土的那枚上的‘玄’字下部带一尾巴状的勾，字体也稍小。大英博物馆这枚上"玄"的写法却跟侯马牛村古城1986年出土的一枚空首布上的"玄"字接近，字形大，做折笔。货币上的文字跟货币本身一样，都是每件单范铸造，所以很少有完全相同的例子。这条铭文，朱活读为"幺金"，即一金也；或释"邑金"。
何琳仪根据战国中山国铜器铭文中‘金’字的用法，把它读作‘百邑’。
如果读作‘玄金’，那它也许可以理解为吉语。
两周金文中常有用"玄"，"黄"来描述金属颜色的例子；例如孝王时的《白公父簠》："其金孔吉，亦玄亦黄"。
但这里究竟应该如何读还是个问题。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另外一枚空首布（BM2）上的铭文可以读作‘己金’。‘己’一般读作干支数。但据黄锡全先生考释，‘己’可以是地名。古山东有‘己氏’，汉置己氏县。但空首布为晋铸币，山东未见。黄锡全先生于是把‘己’，转读为‘箕’；《左传》中有晋地名箕；这样就带‘己’的空首布就跟晋国挂上了关系。
这种推断虽然有些道理。但还是缺乏更多更坚实的证据。我们在这篇短文中，就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三枚空首布做些初步讨论，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看法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在耸肩尖足空首布的研究中，仍然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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